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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
土耳其外交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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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 （项目批准号：２１ＶＧＱ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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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土耳其研究出现了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因素
的 “帝国转向”。针对２０１６年后土耳其在周边地区 “四面出击”的
外交新态势，本文尝试从国内社会思潮演变、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变
迁两方面予以分析。在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国内外环境出现极大
不确定性、保守派政治势力趁机引导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对奥斯
曼帝国历史的怀旧意愿不断增强，并最终产生 “帝国怀旧”情绪，

促使土耳其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 （包括中东、

北非、高加索等地区）。与此同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为埃尔多
安和正发党政府实施 “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在
“帝国怀旧”和地缘政治机会的共同驱使下，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
务，试图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重塑其大国影响力。 “帝国怀
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但历史与现实
之间的巨大落差或将进一步加剧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既有困境。

关键词　土耳其外交 奥斯曼帝国 怀旧 地缘政治 埃尔多
安 中东变局

２０１６年 “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冒险特征凸
显。这一时期，土美、土欧、土俄关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不过，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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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开始谋求在周边地区①实现外交突破。在中东、北
非、高加索等地区，土耳其干预了一系列危机和冲突，表现出盲目扩张、
“四面出击”② 的外交新态势。２０１７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迅速推

出海湾地区的驻军计划，借此为其逊尼派盟友提供 “国际支持”。在叙利亚
问题上，土耳其不顾北约及其盟国劝阻，接连对叙境内目标发动包括 “和平

之泉”在内的四次越界军事行动。在利比亚战场，土耳其不惜违反武器运输
禁令，向利比亚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２０２０年纳卡地区冲突爆发后，土耳其

不断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支持，高调介入高加索地区事务。

总的来看，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已经出现相当大的转变，其外
交政策愈加偏离 “欧洲化”而回归 “中东化”和 “本土化”。③ 不过，相较于

最初仅关注中东地区事务，２０１６年后土耳其外交却凸显 “冒险主义”倾向，

外交着力点也开始向北非、高加索、巴尔干等周边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

其外交政策手段之强硬、态度之激进，似乎远超土耳其既有的能力范围。就
其国家实力而言，冷战后土耳其综合国力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跃升，但其

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地区大国或可称为 “中等强国”，④ 且目前土耳其的国际
影响力与 “中等强国”外交的行为特性仍具有一定的差距，⑤ 更无法达到其

所宣示的 “全球性大国”的实力标准。然而，２０１６年后土耳其外交却一反常
态，显示出在周边地区 “四面出击”、“盲目冒进”的特点。这不仅无法与土
耳其的实力和地位相匹配，更使其在地区和国际层面陷入四面树敌的危险处

境。⑥ 那么，为什么２０１６年以来土耳其外交会脱离自身 “中等强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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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通常特指与该国在地理、历史、战略价值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根据达武特
奥卢在 《战略纵深》一书中的表述，土耳其的周边地区具有 “地理纵深”和 “历史纵深”的特征，大
致包括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 （中东、北非、 “非洲之角”等地区）和高加索—里海—中亚走廊。
参见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Ｄｅｒｉｎｌｉｋ，Ｋüｒｅ　Ｙａｙｉｎｌａｒｉ，２００９；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ｉｓｉｏｎ：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００７”，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７７－９６。

有研究认为，在土耳其崛起过程中，分别受到东 （与伊朗关系）、南 （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西 （与美欧关系）、北 （与俄罗斯关系）四组关系合成作用的张力影响，这说明土耳其外交具备 “四
面出击”的客观条件。参见丁工：《中东变局与土耳其崛起的前景》，《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
１５０—１５２页。

关于土耳其外交的转型与回归，参见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１７年第７期，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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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工：《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
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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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位，出现在周边地区 “四面出击”的转折？这是本文希望论述的主要
问题。

一、既有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构建

（一）现有研究土耳其外交转变的三大视角
土耳其地跨欧亚、面向中东，地缘战略位置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使得国内

外学者对其外交政策变化极为关注。针对土耳其外交在２０１１年后所出现的
巨大转变，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着重强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历史性。基于这一视
角，诸多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发生了 “轴心之变”（Ａｘｉｓ　Ｓｈｉｆｔ），即偏离融入
西方的进程，而重新转向东方。① 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始终面临来自
中东和欧洲两个方向的张力，这种外交窘境难以调和。② 有学者认为，土耳
其对于 “向西”抑或 “向东”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家统
治精英的战略抉择。③ 其实这是将 “轴心之变”这一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进行
了国际和国内因素的二分。

而强调国际因素的观点指出，２００７年后法德两国保守派政党上台使欧盟
内部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声浪加大，甚至提出以构建土欧 “特殊伙伴关系”

代替给予土耳其 “欧盟准成员国”的身份地位，激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④

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成为土耳其外交转型的主要动
力。⑤ 在入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新秩序的构建，

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中东地区的 “中心国家”。与此同时，地区局势的持续动
荡也为土耳其打开了 “机会之窗”，中东权力格局的变化为土耳其外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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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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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当代世界》，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期，第５６—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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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东”的转变提供了外部动力。① 有研究则强调土耳其国内因素发挥了主
导作用。２００２年上台的正义与发展党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下文

简称正发党）不断利用国内政治改革进程削弱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

推行伊斯兰主义政策，② 以此实现土耳其外交偏离 “欧洲化”、回归 “中东
化”的转向。正发党政府利用外交政策 “由西向东”转型，尝试塑造土耳其

国内选民的政治认同，迎合保守派穆斯林群体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 “回归

感”，从而为正发党赢得选举优势，巩固其执政的民意基础。③

第二种视角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中有关规范、身份与国家外交政策

的分析。④ 这一视角下的诸多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

于土耳其 “国家身份之变”。⑤ 自１９２３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凯末尔主
义主导下的土耳其一直将实现 “欧洲化”与跻身西方 “文明世界”视为国家

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的深厚影响，

土耳其一直在 “欧洲国家”与 “中东国家”、东方与西方等诸多国家身份之
间摇摆，这构成了考察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一条主线。长期以来，欧盟在对待

土耳其欧洲身份认同上的态度时有反复———既不愿意接纳土耳其，又不愿意

抛弃土耳其，⑥ 导致土耳其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复调整。时任土耳其
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就曾指出： “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有两重维度，即东方

和西方……土耳其应该是东方和西方不可或缺的力量。”⑦ 不过，在冷战结束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内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强大，因此其国
家身份主要表征为对 “欧洲国家”身份的追求。阿卡姆·阿里认为，正发党

上台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伊斯兰势力出现复兴态势，温和伊斯兰主义意

识形态与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争斗，故土耳其一直处于从 “欧洲国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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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忠：《“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５２—５４
页。

参见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
第５期，第６０—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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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这一观点可参见唐志超： 《身份危机与中东大变局》， 《世界知识》，２０１８年第２４期，第２７
页。

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欧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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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家”身份转变的过程中。① 这种对 “伊斯兰国家”身份的追求旨在
将土耳其塑造成中东地区逊尼派穆斯林的 “潜在领袖”。②２０１０年后，在入盟
谈判推迟和中东地区大变局的影响下，土耳其逐渐在外交政策中凸显其混合

身份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即 “地处中东的欧洲国家”和 “欧洲的中东国家”。

这不再是对 “桥梁”这一被动身份的固化，而是体现出土耳其主动发挥自身

影响力、介入地区事务的强烈意愿。在混合身份的驱使下，介于中东与欧洲
之间的 “桥梁”身份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外交资产，土耳其试图以此扩大地区

影响力。③

在土耳其 “国家身份之变”的视角下，一些研究深入考察了土耳其现代
化进程和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指明土耳其激进追求政治民主

化、社会世俗化与原生社会中出现的 “现代性危机”之间的关系，④ 这为我
们从 “现代性”视角解读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福阿德·开曼和

塞布内姆·古穆斯库认为，推进国内政治改革且奉行世俗化政策的土耳其能
够在欧洲一体化及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随着土国内政治伊

斯兰意识形态的兴起，强调包容性的世俗身份被日渐凸显的伊斯兰身份所掩
盖，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在库尔德人问题和中东难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⑤

第三种视角主要从国家实力对特定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角度予以分

析。相关研究认为，“国家地位之变”导致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这种
观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土耳其国家角色地位的变化；⑥ 其二，

土耳其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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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曾坚持认为土耳其应该是 “全球性
国家”而非西方学者所称的 “桥梁国家”。① 对角色地位诉求的变化使近年来
土耳其外交扩张性凸显。莱尔纳·雅尼克认为，土耳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
不仅赋予其区域 “和平缔造者”和 “中心国家”的角色地位，而且也把土耳
其描绘成一个实力不断上升的国家。这种 “实力的上升性趋势”激励土耳其
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积极行动，以实现其外交政策与 “中心国家”角色相符
的目标。② 不过，作为国际体系中的 “中等强国”，虽然土耳其声称自己是
“中心国家”和地区秩序的 “领导者”，但一些学者却指出，这其实是土耳其
领导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高估了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③ 从国
家实力变迁的角度看，２１世纪以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尤其是经
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土耳其影响力能够覆盖中东甚至是非洲东海岸地区，这为
土耳其追求 “全球性大国”目标提供了经济层面的激励。④ 尽管如此，土耳
其国家实力的提升远不能为其追求 “全球性大国”、“中心国家”等地位诉求
提供足够的支撑，反而会使土耳其外交面临极高的政治风险，加剧土耳其经
济实力的敏感性及国家影响力的脆弱性。⑤

（二）对现有研究的反思及其启示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视角在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时各有侧重，对土耳其

外交的转变也做出了颇具理论性和前瞻性的分析。第一种视角强调历史视野
在研究土耳其内政外交转型问题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中关于奥斯曼帝国历
史遗产及其对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相关论题的深
度与广度。⑥ 基于土耳其 “国家身份之变”视角的研究则敏锐地注意到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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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页；李秉忠：《转型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帝国在中东的角力及其遗产》，《西亚非洲》，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第７０—７９页；黄民兴：《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 “阿拉伯之
春”》，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２—５６页；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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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欧亚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在土耳其与
西方世界的交往与互动中，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
义、“东方主义”与 “西化”之间的讨论，能够为我们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变
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视角。而 “国家地位之变”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则能为我
们考察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更加直观的实证分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耳其
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各种外交场合多次声
明 “世界大于五”，① 不仅反映了土耳其对联合国改革的诉求，更凸显其国家
实力提升后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鉴于此，基于国家角色概念的研究能够
为我们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提供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
发党政府在土耳其对外政策中所要表达的角色意涵。②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与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
一，对于冷战至今土耳其外交到底是 “连续的”还是 “断裂的”，对此目前
学界的判断存在明显分歧，所选取时间段的不同会造成对土耳其外交转型判
断的差异；③ 其二，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土耳其外交转型过程中国际、国
内因素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但对二者之间联系机制的
探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其三，国家身份通常是基于长期形成的历史规范和
价值观，因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内化。④ 也就是说，国家身份具有相对稳定
性，仅凭对土耳其国家身份中特征、差异等因素的分析，难以对近期土耳其
外交行为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此以外，有关国家身份的研究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其中因果关系可能并不明确；其四，基于土耳其国家实力与
角色地位的相关研究忽视了国内因素的复杂性，而过分强调了国际体系层面
因素和国家在构成上的 “单一性”，未能注意到土耳其国内不同政治群体对
土耳其实力地位和角色地位的认知差异。

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对建构主义框架下身份因素的强调，还是结构现
实主义对国家在体系中地位的关注，均着眼于宏观层面。然而，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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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变量受制于历史文化、国家实力等因素，短期来看变化速度缓慢，对
国家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能有效解释短时间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内土耳其
外交的转折。不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兼顾历史与现实两种导
向，能够捕捉国家行为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细微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国家回应外部变化时进行政策调整的驱动性因素。①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不可能将国内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的因素完全对立。

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议题在于建立体系和单元之间的联系桥梁，并将其
统一于国家对外政策的解释中。②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下，体系变量
内涵相对确定，主要是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等结构性因素。③ 而国内变量则
相对复杂，不同的研究会引入不同的国内变量，如国家凝聚力 （精英认
知）④ 、国内政治势力对比⑤、战略文化⑥等。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将以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和国内社会思潮演变两个因素为基础，分析土
耳其近年来外交行为的变化。

就体系因素而言，体系中结构权力的变动将会对国家产生某种压力，以
此推动和塑造国家行为。⑦ 当体系结构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或国家间权力对
比失衡而产生变动时，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将在体系中面临积极行动的窗口预
期，这构成了国家在体系结构变化中积极行动的地缘政治机会。不过，在本
文的分析框架中，体系层次的核心变量主要基于地区体系结构变动而非国际
体系结构变动。这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国际体系结构在较短时
期内变化幅度较小，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而地区体系结构
有时却变化明显，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国际体系变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

其二，近年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虽然朝着两极化方向发展，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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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仍然是单极结构，而非两极结构。① 反观土耳其周边尤其是中东地区，

在这一时期却面临结构权力的历史性调整，动荡、重组、失序、失衡、失控
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② 其三，２０１６年后，国际体系的细微变

化在土耳其周边地区有着最为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③ 美西方领导力下降，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州转移，西方建立

的世界秩序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④ 在中东地区，美西方战略收缩、俄罗斯
强势回归、伊朗等地区大国强势崛起，使得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出

现 “多极化”趋势。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美欧与俄罗斯战略竞争加剧，主
要大国介入地区事务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构成了这一地区
体系的突出特征。⑤ 在北非及 “非洲之角”地区，大国力量对比打破了向西

方 “一边倒”的趋势，朝着多元、均衡的方向不断发展。⑥ 由此可见，土耳
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集中反映了 “东升

西降”⑦ 、“国际多边体系瓦解与重构”⑧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⑨ 等国
际体系因素变化的新趋势。此外，作为地区大国的土耳其始终把扩大地区影

响力作为其谋求 “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首要目标。�10 因此，相较于国际体系，

土耳其对地区体系的变动更加敏感。对地区体系结构变化的强调，也更能凸

显土耳其外交战略选择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机会。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下，体系和地区层面因素仍需经过国内因
素的传导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因此，国家对体系或地区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地

缘政治机会认知还取决于国内因素的干预和介入。就国内因素而言，冷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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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内外学术界将心理学与生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的分
析，使得国际关系的 “人性化”再次成为可能。① 通过对国家行为体内部政
治思潮和社会心理的探究，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有关国家在特定情境中的认
知及其行为根源。罗伯特·杰维斯指出： “理解行为体的印象和认识会影响
我们如何进一步研究行为体经历的事件和行为体在其他事件中的预期行

为。”② 在现有土耳其研究中，哈坎·雅乌兹借鉴社会心理学中 “怀旧”的概
念及内涵，对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解析，指明了内吉梅
丁·埃尔巴坎、厄扎尔及埃尔多安对 “新奥斯曼主义”的不同政治愿景。③

这为我们透视土耳其国内政治变迁提供了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工具。不过，雅
乌兹仅是运用怀旧情绪理论进行了类型化的梳理研究，并没有详细说明土耳
其国内怀旧情绪产生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到怀旧情绪对土耳其外交行为的充
分影响。④

鉴于此，在土耳其国内社会世俗主义意识形态衰弱、政治伊斯兰思潮兴
起的背景下，“怀旧”视角下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中的继
承与显现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土耳其国内政治演变的新切入点。本文也将
在雅乌兹所做的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土耳其国内怀旧情绪的产
生路径及其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
范畴下，本文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如图－１
所示）：其一，特定社会思潮兴起而导致的外交指导理念的变化；其二，地
区体系结构变动而出现的地缘政治机会。

图－１　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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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怀旧”：土耳其外交转折的国内政治基础

总的来看，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当代土耳其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大
都源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土耳其研究出现 “帝国转向”的趋势下，

对奥斯曼帝国历史及其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影响予以关注，有利于探究土
耳其某些国家行为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深化我们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
理解。

（一）怀旧情绪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社会心理学中，现有研究将怀旧定义为对当下现状的否定和对过去的

情感依恋。① 怀旧通常表现为对历史和荣誉的怀念，反映了一种对过去的特
殊依恋感，简言之，怀旧是 “一种向往过去的情愫”。② 弗雷德·戴维斯认
为，怀旧可以被视为 “在混乱的威胁中寻找连续性”的一种情绪，且 “总是
发生在恐惧、不满、焦虑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③ 个体或集体表现出怀旧这
一情绪的本质在于对历史和过去的一种 “记忆” （亦即历史记忆）。④ 中国学
者赵静蓉认为，怀旧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 “记忆”，更重要的是对过
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⑤ 由此可见，个体怀旧情绪产生所依赖的两个
基本条件是：独特的历史记忆和个体由现状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包括悲伤、

怨恨等）。不过，怀旧这一行为对待历史及个体经历的态度是理想化的，这
将导致个体对独特历史的美化甚至是选择性记忆。

现有研究认为，怀旧情绪至少有三种作用：其一，通过对经验历史的理
想化叙述或选择性记忆，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连续性；其二，建立一种相对
于其他群体的自我感知的独特性，从而构建集体认同；其三，形成一种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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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到积极的叙述模式，从而构建更强烈的自尊体验。① 与此同时，怀旧也被
认为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群体内部可以共享某种价值观或某一
信仰。在社会环境剧烈变动时期，怀旧情绪能够提供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持，

并将过去经历的感知融入群体的自传体叙述中，从而缓解现实的焦虑情绪，

以维护群体自身的本体安全。② 尤其是当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中被孤
立时，其表现出怀旧情绪的概率将大幅上升。③ 这是因为怀旧能够通过对历
史记忆的强调以加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感与归属感，从而维护个体或群体自
尊。总之，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怀旧是一种促进自我积极认同的有
效来源，能够提升个体或群体身份的意义和自尊感。④

关于国内社会群体的怀旧情绪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已有部分成果予以

探讨。例如在分析英国 “脱欧”的原因时，有学者通过分析英国社会中主流
政治思潮后认为，经历英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经济衰退等 “沮丧历程”后，

主张 “脱欧”的政客利用民众对２０世纪英帝国繁荣景象的怀念，以怀旧的
叙事方式在社会中进行广泛动员，从而使 “微弱多数”的英国人做出了支持
“脱欧”的决定。⑤ 一些中亚地区国家同样也强调对历史的怀旧，例如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通常选择迎合国内民众对苏联时期的怀旧情绪，以实现政府的政
策目标。此外，鉴于苏联的历史遗产造就了这些国家当前的政治体系，因
此，有观点认为，对苏联时期的怀旧同样构成了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遗产、

身份和归属感。⑥

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怀旧概念、运作机制的梳理，以及对怀旧在当
前国际关系中所发挥作用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对国家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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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响进行如下总结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国内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从怀旧情绪产生的原因来看，国家的独特历史会给国内怀旧情绪提供历
史记忆的来源，特别是 “后帝国”国家更容易表现出对其帝国时代影响力的
怀恋。帕梅拉·巴林格和雷纳托·罗萨尔多在研究中发现，经历过强大帝国
（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后，当前南欧地区国家社会中会产生一种特
殊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集中表现为 “对传统社会逝去的悲伤”，① 或称之为
“对曾经文明使命和帝国荣光的向往”。② 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则是怀旧情
绪兴起的必要条件。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也包括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内外两种因素均会导致国内社会产生焦虑等
消极情绪，使社会群体对现状不满。当历史回忆明显优于当下现状时，怀旧
情绪就会产生。例如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欧亚国家面临财政赤字、国内经
济崩溃、民众福利水平下降等困境，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民
众就曾表现出对既往苏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怀旧。③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怀旧情绪的叙事可以体现出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政
治愿景。④ 因此，当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时，怀旧从个体扩展到社会大众并非
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政治势力在国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这包括采用影
视、文学作品等文化传播手段，使特定的怀旧情绪在民众中蔓延。

从怀旧情绪产生影响的角度看，特定政治势力对国内社会怀旧情绪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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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将有助于塑造特定的身份认同，维持特定身份叙事的连续性。在剖析欧
洲右翼激进政党的动员框架时，加布里埃拉·埃尔吉尼斯等人认为，利用对
前帝国时代历史的怀旧，能够为政党的动员框架提供充足的民族主义要素，

并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主框架，进而与民众间所固有的国家荣誉和政治信
仰产生共鸣。① 这种怀旧通常将国家社会现状与理想化、“浪漫化”的过去历
史相比较，进而强调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将在心理层面激发社会主体间的
不安全感，从而引发社会层面的悲观情绪，为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赢得选举奠
定基础。②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特定的感受结构，怀旧可以被用于政治目的，并能
够塑造政治家所希望达到的政治行为和权力目的。③ 基于上述有关怀旧情绪
产生的路径及其影响，后文将对土耳其近年来国内社会的政治思潮进行考
察，探究其与土耳其外交行为的内在关系。

（二）土耳其国内怀旧情绪的兴起

１．土耳其国内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复兴
奥斯曼帝国衰落后，对土耳其而言，除了遍布于环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建

筑遗迹，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教。奥斯曼主
义是为了在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兴起和欧洲列强入侵的情况下保持奥斯曼帝国

的延续性，试图通过承认臣民共同拥有平等的权利来构造一个 “奥斯曼国
家”。④ 由于缺乏必要的动员条件及其自身固有的 “臣民关系”，⑤ 奥斯曼主义
最终被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化运动 （凯末尔主义）所湮没。不
过，凯末尔主义下的土耳其虽然奉行国家世俗化政策，但这仅影响伊斯坦布
尔等城市地区和上层社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内部广袤的农村地区和中下层
社会，伊斯兰教传统仍然盛行。因此，伊斯兰教的历史遗产始终植根于土耳
其国内最广泛的社会环境中。⑥ 尤其是在厄扎尔执政时期，经济自由化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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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贸易政策催生了一批信奉伊斯兰传统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都来自安纳托利
亚的农村地区，经由贸易经济实现阶层跃升。国内伊斯兰中产阶级的兴起，

为土耳其政治领域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民族秩序党、繁

荣党、正发党等一众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国内的建立。①

在国内伊斯兰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背景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土耳其
“欧洲化”未果而导致的国家身份危机、凯末尔主义下世俗派与穆斯林在国

内身份认同上的分裂，以及 “同质化”民族政策失败而产生的库尔德民族分

离等问题，使得部分土耳其人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②

换言之，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和对东西方文化选择的差异，土耳其共和国的
公民身份不能带给人们以充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特别是凯末尔主义指导下

采取的激进世俗化和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土耳其国内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等
“政治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人

开始怀念过去。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喜爱是出于对当前不平等条件的不满和

对一个所有群体都能得到尊重的共同体的渴望。”③ 除此以外，中东变局后土

耳其国内社会中纪念凯末尔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少，而纪念如征服君士坦丁

堡、穆罕默德二世诞辰等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相关事件的政治活动却越来越多

且变得越来越受欢迎。④ 这些事例均说明，当前土耳其国内的身份认同危机
加剧了土国内不同民族、宗教群体的分裂，凯末尔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信仰

同一性的过分强调，压抑了土耳其国内社会所固有的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信

仰，激发了人们对曾经实行 “开放包容”民族宗教政策的奥斯曼帝国的

怀念。

除了政治领域，土耳其国内文学、美术和音乐等艺术领域同样出现了奥

斯曼帝国遗产复兴的趋势。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自传小说中指

出，自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都笼罩在 “呼愁”⑤ 中，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ｍｕｔ　Ｕｚ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２０２０，ｐ．２７９．

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Ｉｓｌａｍｓ，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４，２０１６，ｐｐ．４３８－４６５．

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ｐ．１６０．这里的共
同体实际上指的是奥斯曼帝国曾经施行的米勒特 （Ｍｉｌｌｅｔ）制度，其内涵是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
相应捐税的基础上，各民族及宗教派别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并可以充分享受内部自治
权。这一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宗教 （民族）自治，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境内宗教多元、民族包容的
体现。

Ｕｍｕｔ　Ｕｚ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２８７．

《古兰经》中两次写作 “ｈｕｚｕｎ”，三次写作 “ｈａｚｅｎ”，有忧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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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呼愁”源自某种帝国衰落后的忧伤，反映了一种建立在 “帝国废墟上
的集体记忆”。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为了缓解帝国之后的 “呼愁”和凯末
尔激进世俗化政策对土耳其民众精神世界的冲击，许多土耳其作家、诗人和
苏菲神秘主义者都在不断挖掘被凯末尔主义所埋葬的帝国历史和伊斯兰传

统，并将这些历史记忆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试图纾解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与
民族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② 因此，为了对抗土耳其国内的主流民族主义叙
事，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凸显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特
点，内容多为歌颂奥斯曼帝国时期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③

综上所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至今，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政策与土
耳其国内原有伊斯兰传统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催生了土国内伊斯兰保守群
体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推崇和对复兴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渴望。对此，雅乌兹
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能够有效塑造国家身份认同的
宝库。④ 随着土耳其社会的繁荣和伊斯兰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奥斯曼主义和
伊斯兰传统为代表的奥斯曼帝国遗产已经在土耳其政治、社会等领域复兴。

２．土耳其国内及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

２００２年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得益于世界经济处于高增长周期的发展红
利，土耳其经济凭借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对外出口实现了高速增长，甚至一
度被认为是全球新兴经济体转型的 “典范”。然而２００７年后，随着国内经济
结构性调整步伐放慢，同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经济连连滑坡。

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面对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土耳其经济增长陷入持续疲
软。这一时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高
企，居民收入大幅缩水。经济发展停滞使土耳其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持续蔓
延，甚至导致２０１３年在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２０１６年 “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在国内的肃清行动引起欧
洲国家及美国的不满。特别是 “布伦森牧师案”使得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对
土施加严厉制裁，世界主要经济体因此降低了对土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土
耳其国内随即出现 “里拉危机”。受到土美、土欧关系恶化，以及时任美国

０７

①

②

③

④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８５—１０２页。

Ｎｏｒａ　Ｆｉｓｈｅｒ　Ｏｎａｒ，“Ｅｃｈｏｅｓ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Ｌｏｓｔ：Ｒｉｖ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Ｔｕｒｋｅｙ”，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ｐ．２２９－２４１．

张虎：《２１世纪的土耳其小说：现状与隐忧》，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
１９—２３页。

参见 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ｐ．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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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中东难民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土耳
其经济增长率在２０１９年跌至０．９％，而同期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则分别
高达１５．２％和１３．７％。① 总的来看，中东变局后的土耳其面临国内外经济环
境恶化的艰难处境，正发党和总统埃尔多安宣称要建立 “新土耳其”的政治
主张也在土国内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②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除了国内日益凸显的经济困境，土耳其还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恐怖主

义威胁，这更加剧了正发党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地区环境中的 “不安全感”。

中东变局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受到美国资助，势力逐渐扩大，并重提建立
“库尔德国家”的政治愿景。对此，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始终采

取高压态势，埃尔多安更明确表示： “土耳其不会容忍在美国的支持下于其

边界附近建立叙利亚库尔德人恐怖主义国家。”③ 执政至今，埃尔多安主张解

决库尔德问题的 “新思维”，④ 实际上推翻了凯末尔所宣称的土耳其国家构成

的 “单一民族”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凯末尔主义。然而，埃尔多安的
“新思维”不仅没有实现国内的民族和解，反而使得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

带的库尔德人出现合流趋势， “叙利亚民主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最终导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Ｏ／
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页。
《埃尔多安：土耳其不会允许美国在叙建立库尔德人恐怖主义国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安卡

拉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电。
“新思维”的内涵可参见昝涛：《奥斯曼帝国晚期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 “库尔德问题”话语

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８—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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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土耳其国内外安全形势恶化。

在国际层面，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严重误判，一改先前
所奉行的实用主义 “零问题”外交政策，转而向中东地区输出 “土耳其模
式”，扶植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土耳其不仅公开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还
借此批评俄罗斯和伊朗的对叙政策，更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表示同情和支持，土俄、土伊、土以关系同时恶化。这一时期盲目冒进
的地区政策致使土耳其入盟谈判进程受阻，在地区层面遭遇孤立，最终被迫
改行被称为 “宝贵孤独”的外交政策。① 。２０１６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
国内政治体制由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这更使美欧等西方世界认为土耳其出
现所谓 “民主的倒退”，土耳其 “欧洲化”与 “西方化”进程陷入停滞。在
与地区国家及西方盟友关系变坏的情况下，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态
势越发明显，并逐渐演变为对地区秩序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强烈不满。

综上所述，２０１１年以来，土耳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内
外危机因素的叠加使得土耳其同时面临国家社会发展、国内政治变动和国际
局势剧变三个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出现极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土耳其的现实困境和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荣光形成剧烈反差，从
而直接激起了朝野对恢复 “帝国荣光”的憧憬和渴望。

３．土耳其国内政治势力对怀旧情绪的动员
在国内社会出现帝国遗产复兴的情况下，土耳其国内政治保守派 （主要

是中右翼伊斯兰势力）选择利用这一趋势，以冲破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国家
发展所设下的 “桎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适逢冷战结束和南斯拉夫解体，为了适应巴尔干半
岛新国家的出现、填补冷战结束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厄扎尔在其总统任内
利用国家媒体、音乐艺术、学校教育等手段大力宣扬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巴
尔干和土耳其是极其美好的”，试图使奥斯曼帝国历史成为巴尔干新独立民
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借此凸显 “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继承
人”。② 这虽然旨在确立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和地位，但无疑助推了奥
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国内的复兴。

埃尔巴坎在此期间则极力推动以复兴伊斯兰主义为目标的 “民族观念运
动”（Ｍｉｌｌ　ＧöｒüＨａｒｅｋｅｔｉ），并试图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２７

①

②

李秉忠：《土耳其 “宝贵孤独”外交及其走向》，《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０—
１６页。

ＹｉｌｍａｚÇｏｌａｋ，“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　ｖｓ．Ｋｅｍ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１９９０ｓ
Ｔｕｒｋｅｙ”，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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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观念运动”的兴起造就了诸如繁荣党、美德党、幸福党等具有鲜明伊
斯兰倾向的政党，加之这一时期土耳其入盟进程陷入困境，国内反西化浪潮
涌动，因而这些政党所宣扬的伊斯兰价值观得到更多土耳其人的认同。① 特
别是埃尔巴坎极力宣扬 “建立一个平行的、伊斯兰的国际体系”，② 这一目标
更迎合了土国内关于 “西方道德败坏、伊斯兰文明优越”的民族主义情感。

２００２年，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发党上台执政。迫于对土耳其军方严格限
制国内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忌惮，埃尔多安起初并未对国内伊斯兰主义的兴起
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相反致力于改善国内的教俗关系、发展与西方国家关
系。正发党这一包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是对土耳其中右派政治传统的延续，

同时也为把 “奥斯曼帝国”带回土耳其国家政治话语奠定了基础。③ 由于土
耳其国内始终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应有之义，④ 因此当正发
党政府表现出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推崇时，实际上也是为了迎合国内保守派
政治势力。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官方演讲和日常文件中经
常会选择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象征性词汇，意欲借此 “唤起奥斯曼帝国的过
去”。⑤ 在２００９年的一次公众演讲中，埃尔多安甚至当众发出 “我们是奥斯
曼帝国子孙！”的感叹。⑥ 在国内教育领域，正发党政府将奥斯曼土耳其语作
为高中课程的选修课，以期实现奥斯曼语言文化在土耳其国内的复兴。⑦

中东变局后，面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不确定性，正发党政
府开始尝试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与其内政外交政策之间建立关联。例如，２０１３
年在对伊斯坦布尔马尔马雷地铁项目的新闻报道中，埃尔多安宣称这条连接
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的地铁项目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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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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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长刚：《土耳其 “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
期，第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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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迈吉德二世的启发。① 时任总理首席顾问达武特奥卢在谋划土耳其外交
战略时，也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地理的 “战略纵深”出发，佐证其外交政策
的合理性。２０１６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世俗派势力衰微，正发党政
府愈发表现出对复兴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强烈愿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埃尔多安
在访问喀土穆时宣布，苏丹将授予土耳其９９年的租约，以修复位于红海海
岸附近的苏阿金岛奥斯曼帝国遗迹。埃尔多安还宣称：“（土耳其人将）恢复
这些历史遗迹，并使其配得上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荣耀。”②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

埃尔多安正式宣布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博物馆将以清真寺的形式向穆斯林开

放，这一举动立即招致基督教国家的强烈反对，被视为 “变化了的土耳其现
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其目的也是为了迎合土耳其国内的保守派
势力。③

由此可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上台执政的保守派政党
及领导人大多对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回潮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其
间虽有军方介入予以遏制，但正发党上台后军方在土耳其国内的民主化改革
中被排挤出政治舞台，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势力逐渐衰微。此后，国内保守
派政治势力对复兴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动员意愿更加强烈，其动员能力也更加
强大。以伊斯兰教和奥斯曼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奥斯曼帝国遗产在土耳其国内
影响力剧增。

（三）“帝国怀旧”情绪的形成及其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以国父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派势力极力推动

土耳其国家世俗化、“西方化”，以期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土耳其国家既
拥有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又存在伊斯兰的宗教身份，因此土耳其始终面
临实现现代化和自身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之间的张力。④ 在凯末尔主义激进世
俗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统治下，这种张力逐渐增大，日渐成为割裂土耳其国
内宗教群体与世俗群体、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主要原因。为了缓解这种张
力带来的国家身份焦虑，土耳其国内政治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逐渐出现了奥
斯曼帝国遗产的复兴，其内容及表现形式凸显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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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被操纵的历史记忆：世界遗产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新京报》，２０２０年７月
１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ｊ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１５９４９５６８４６１５１１３．ｈｔｍｌ。

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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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经过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引导动员，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土耳其国内
受众范围更广，接受程度也更高。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内政外交深陷
困境，无论是国内经济发展停滞，还是国际交往陷入所谓 “光荣孤立”，均
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正发党政府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也面
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时期，土耳其民众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趣明显提高，不仅以各种
纪念活动表达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帕夏及重要历史事件的怀念，更表现出对
当前土耳其恢复所谓 “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强烈愿望。这其实是一种对奥斯
曼帝国历史的怀旧，亦可称之为 “帝国怀旧”。“帝国怀旧”情绪的兴起深刻
影响着土耳其国内社会风尚及内政外交政策。例如，在社会层面，土耳其餐
馆重新设计具有奥斯曼帝国特色的菜单，以迎合人们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浓
厚兴趣。① 在国内政策方面，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
“伊斯兰化”进程，２００２年至今，土耳其地方政府已在城市中重建约２万座
清真寺，并试图将清真寺打造为城市的 “新天际线”。② 在外交政策方面，
“帝国怀旧”影响下的土耳其外交倾向发生明显变化，正发党政府对国家利
益边界的限定不再完全取决于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是延伸到具有共同文化
的邻国，并由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和政治承诺所决定。③ 总之，土耳其国内
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保守派政治势力引导，以及内政外交中不确定性的出
现，共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情绪，即 “帝国怀
旧”。这种 “帝国怀旧”既存在于土耳其国内的普通民众中，又存在于埃尔
多安及正发党的领导层中，其主要诉求在于将奥斯曼帝国历史作为政党 （主
要是正发党）执政、政策实施及国家行动的合法化工具，并试图将土耳其塑
造成为历史记忆中的国际和地区 “领导者”角色。④

国内 “帝国怀旧”情绪的出现给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带来显著影响，并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土耳其国家身份中的 “欧洲”因素不断减
弱，而 “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因素凸显强化，土耳其外交重心也逐渐转向原
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加速凯末尔主义思想的边缘化
趋势，助推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当前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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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中伊斯兰、突厥等非西方因素的认同；① 第三，在土耳其遭遇国际
社会孤立时，“帝国怀旧”能够增强土耳其的国家自尊，维持既定外交政策

的合法性。

三、周边政治格局变化：土耳其外交面临的地缘政治机会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出现自西向东的权力转移，权力重心逐渐向新

兴国家倾斜，大国关系竞合态势凸显。② 一方面，土耳其既是一支重要的新

兴国家力量，又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中东地区，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高度敏
感；③ 另一方面，中东、北非乃至高加索地区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疆域，

也是当前土耳其在 “帝国怀旧”情绪驱使下致力于扩展其影响力的区域。因

此，土耳其在上述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主要在于复兴历史性大国地位，整合
历史上的旧疆界和所谓 “突厥民族共同体”，④ 争夺地区领导权。⑤２０１１年后，

中东地区面临地区局势和权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地

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土耳其也成为地区权力中心的一极。⑥ 在中东大变
局的背景下，土耳其周边地区 （主要是原奥斯曼帝国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

变化，将会为 “帝国怀旧”情绪笼罩下土耳其实现谋求 “帝国荣光”、追求
“全球性大国”地位的目标提供政治机会。

（一）２０１６年前后土耳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１．美俄欧在土耳其周边地区的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新态势

当今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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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后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领土的历史记忆。参见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Ｊｕｎｇ，“Ｔｈｅ　Ｓｅｖｒｅ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ｉｎ　Ｂｊｏｒｎ　Ｍｕｌｌｅｒ，ｅｄ．，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１－１５９。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突厥作为一个民族早已消失在世界历史中，因此，当
前土耳其所鼓吹的所谓 “突厥民族”仅是其 “帝国外衣”下谋求政治扩张的工具。参见张玉艳：《泛
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５１—６６页。

康杰：《霸权之后的 “新中间地带”》，《文化纵横》，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３２—３７页。
刘中民： 《缓和与发展的中东地区形势》，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７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ｇｊｇｘｘ／ｇｊ＿ｂｗｓｆ／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２７＿５３９０７４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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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在中东、非洲等地区相继碰壁。①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
全球范围内谋求实现战略收缩。在中东地区，美国战略收缩态势更为明显，

这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意愿不断降低。２０１１年
后，由美国所支持的所谓 “民主化”浪潮导致地区内多国政权更迭，地区局
势持续动荡。变局之下，中东地区格局逐渐呈现从单极走向多极、从静态均
势转向动态均势、权力结构多元化三个特点。② 美国的战略收缩为俄罗斯、

伊朗等国彰显其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在中东大国博弈最核心的叙利亚问
题上，俄罗斯虽然力推阿斯塔纳进程作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首要途径，

但单凭俄罗斯一国无力承担叙利亚维和与战后重建的巨额开支。这也表明，

俄罗斯对中东地区事务介入的意愿强烈、能力有限，尚无法取代以往美国及
其盟友在中东的地位。③２０１７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继续支
持以色列、沙特等传统盟友，甚至通过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方式怂
恿以色列介入叙利亚内战，以此彰显美国回调中东政策的决心。④ 在 “俄进
美退”、“俄弱美仍强”的大国权力变化下，美国在中东维持战略存在意愿的
减退为新国家加入中东权力角逐创造了可能。⑤

在东地中海地区，能源竞争成为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的主要抓手。欧盟
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依靠塞浦路斯和希腊在东地中海地区展开对
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争夺，甚至一度谋划实施东地中海管道项目。美国
则依靠以色列参与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夺，试图阻挠地中海区域资源开发，

提高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以此增强对欧能源供应的控制能力。⑥ 俄罗斯
选择以对欧能源出口为筹码，在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向欧洲国家持续
施压。围绕能源问题，美俄欧三方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权力争夺各有其代理
人，但由于希腊等国实力有限、欧洲能源受制于俄罗斯、美国从中搅局等因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１１５—１１９页。
参见孙德刚：《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１日，

第３版。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第５４页。
参见刁大明：《迁馆耶路撒冷：国内政治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议程设置》，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３８—１４０页。
参见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Ｂａｄｉｅ，“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ｉｎ

Ｂａｙｒａｍ　Ｂａｌｃｉ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Ｍｏｎｃｅａｕ，ｅｄｓ．，Ｔｕｒｋｅｙ，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２１，ｐｐ．１４８－１５０；余建华：《中东局势演进刍议》，《国际关系研
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４５页。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ｔｅｒｇｉｏｕ，“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ｉｎ　Ｚｅｎｏｎａｓ　Ｔｚｉａｒｒａｓ，ｅｄ．，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ｓｌｏ，２０１９，ｐｐ．２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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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东地中海地区针对能源竞争的权力博弈基本处于胶着态势。

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美欧走向合作，并与俄罗斯展开战略竞争。这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围绕北约扩员问题，美欧与俄在高加索地区展开
激烈争夺，并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议题作为对冲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战略影
响力的重要抓手。其二，美国在地区战略中有意将阿塞拜疆作为美军后勤补
给基地，而欧盟则积极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试图将高加索诸国融入 “欧洲文
明圈”，这更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竞争。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积极介
入高加索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进程，如欧盟向南高加索地区派驻特别代
表，以加强冲突调解能力，这也使得高加索地区呈现出民族问题、领土争
端、大国博弈三者相互交织的态势。其三，在中亚地区，美国始终将遏制俄
罗斯、整合中亚国家民主价值观、塑造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其中亚战略的
三重目标，① 欧盟则与美相互协作，共同致力于在中亚地区推广民主制度，

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然而，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美俄
欧任何一方都难以占据主导地位。② 其原因在于上述区域均属于俄罗斯的传
统势力范围，“颜色革命”、北约东扩、欧盟 “民主化中亚战略”等西方因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既有战略影响力实现了对冲，但美欧同时也面临
战略投入有限、比较优势不明显，③ 以及地区规范绩效不佳、规范共鸣不强
等④因素限制。

综上所述，对比２０１６年前后两个时期，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变化的显著特征是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随着美国战略
重心向 “印太地区”转移，美国在土耳其周边地区的战略接触逐渐减弱，周
边地区权力平衡的巨大变化为土耳其实现其外交目标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松的

战略环境。⑤

２．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由教派分化走向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
中东地区位于土耳其的南向腹地，在土耳其外交偏离 “欧洲化”、回归

“中东化”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内部国家权力对比的变化也成为土耳其关注
的重点。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第１２０—１６０页。

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３５页。
曾向红：《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３页。
参见曾向红：《“规范性力量”遭遇 “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欧洲

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４５—５８页。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ｏｎｅｌｌｉ，“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２３５．



“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

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中东地区国家分化重组的特征愈加明显，以宗教派

别为区分的国家集团对抗被一些学者称为阿拉伯世界的 “新冷战”。① 一方

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伊斯兰力量迅速壮

大，其所宣扬的温和伊斯兰民主也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及欧洲国家的支持，

逐渐成为中东变局的 “领头羊”。另一方面，以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为代

表的什叶派伊斯兰势力或受到中东变局冲击，或受到美国制裁，其实力不断

削弱，无力与逊尼派国家相抗衡。然而，２０１３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时任总

统穆尔西及穆兄会势力被逐出埃及政坛，中东地区逊尼派伊斯兰运动此后也

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伊朗凭借俄罗斯的支持在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中掀起反

美浪潮，其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展开的宗派竞争日渐激烈。总的来看，２０１１
年后中东地区持续上演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及国内派系之间的三

层复杂博弈，② 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斯兰势力的分化斗争趋于白热化，并在

２０１６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中达到顶峰。

２０１６年后，随着美国势力淡出中东，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等逊尼派国

家开始跃跃欲试，企图担当地区领导者角色。③ 然而，由于逊尼派伊斯兰势

力内部各方实力基本相当，无法自然形成公认的宗派 “领袖”，逊尼派国家

间权力竞争趋于激化。因此，在什叶派国家受到中东变局侵袭逐渐衰弱的背

景下，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对地区领导权的激烈争夺成为这一阶段中

东地区局势的主要特征。２０１７年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爆发断交危机，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卡塔尔积极扶植穆兄会、哈马斯等势力，这与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

逊尼派伊斯兰势力相左。④

由此可见，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中东地区国家间主要呈现出逊尼派与

什叶派势力分化对抗的特征。２０１６年后，美国的战略收缩打乱了地区原有权

力格局，加剧了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内部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在美俄欧等大

国力量相对均衡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发生外溢，并体现为

沙特等国对 “非洲之角”地区的争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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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ｕｌｅｎｔ　Ａｒａ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ｒｈａｎ　Ｙｏｒｕｌｍａｚｌａｒ，“Ｍｉｄｅａｓｔ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Ｏｒｄ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５８．

参见邹志强：《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内涵、动力及影响》，《国际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６
期，第１６页。

唐志超：《新中东秩序构建与中国对中东战略》，第５５—５６页。
孙德刚、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西亚非洲》，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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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对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机会的认知
对于２０１１年发生的中东变局，土耳其正发党领导人普遍认为“‘阿拉伯

之春’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机会，这使得土耳其能够扮演地区 （逊尼派伊
斯兰势力）领导者的角色”。① 一方面，中东变局使中东国家依据宗教派别而
产生的分化重组日渐明晰，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借助美西方掀起的地区 “民主
化”浪潮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逊尼派伊斯兰势力中实力相对较
强的一方，试图利用中东变局推广 “土耳其模式”和 “温和伊斯兰民主”的
政治价值观，以帮助中东国家实现 “民主化”，借此将土耳其塑造为地区
“领导者”。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甚至认为“‘阿拉伯之春’有利于
结束冷战残留在中东地区的旧秩序，并与当今主流世界观产生共鸣”。②

２０１６年后，美国全球霸权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在中东地区战略存在的意
愿不断减退，中东地区体系逐渐向非西方主导的多极体系转变，这为土耳
其、沙特、伊朗这类地区中等强国提供了积极出击的战略机会。③ 这一时期，

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伊斯兰国”等问题造成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美俄
欧三方权力博弈所出现的均衡态势也意味着 “美国独大”的中东权力格局被
打破。在域外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地区国家争夺主导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域内国家无法就地区安全问题达成一致，更难以形成集
体安全协调机制。对此，埃尔多安认为， “土耳其拥有关键的战略位置，以
及作为 ‘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历史身份；当中东局势陷入困境时，土耳其
应该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角色。”④ 此话实际上表明了土耳其插足中东、

试图领导地区事务的决心。实际上，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土耳其始终坚持推行
极具进攻性的地区安全政策，即使面临与北约盟友关系破裂的风险，正发党
政府仍然频繁利用军事力量越界打击叙境内库尔德武装，以此加强应对内外
威胁的军事能力。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中
亚这三个土耳其毗邻区域的权力博弈中，美俄欧大国实力的均等态势和地区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ＭｅｎｄｅｒｅｓÇiｎａｒ，“Ｔｕｒｋｅｙ'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ｒ‘Ｍｕｓｌｉ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ＫＰ'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１８７。

参见Ｂüｌｅｎｔ　Ａｒａｓ，“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Ｅｒａ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４，ｐ．４０８。

Ｇｒｅｇ　Ｓｉｍｏｎｓ，“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ＵＳ－Ｌｅｄ　ＧＷＯＴ，Ｃｏｌｏｕ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ｍａ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ｌｔ　９，Ｓａｙi２，２０２１，ｐ．２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４７８２ｍａｒｍａｒａｓｂｄ．９９６９２８．

转引自Ａｕｒｅｌ　Ｌａｚǎｒ，“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Ｌｉｎｋｓ？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ＮＡ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Ｌ'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ｉｅ，Ｎｏ．１７，２０２１，ｐ．７５。

Ｅｒｅｎ　Ａｌｐｅｒ　Ｙｉｌｍａｚ，“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６”，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１，ｐ．１５８，ＤＯＩ：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１１／ｍｅｐｏ．１２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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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境的恶化为土耳其这样的区域次强国家提供了消极的窗口预期。① 因

而，土耳其愿意打破现状，选择承担激进行动的战略风险，借此塑造对其更

有利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提供了放弃 “零问题”外交政策的

地缘政治机会，此后，土耳其开始积极介入周边地区事务。２０１６年后，随着

周边地区大国权力博弈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中东地区国家关系也由教派分

化走向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进而不断强化土耳其对地区体系改变而出现

地缘政治机会的认知：其一，坚定支持地区盟友卡塔尔，与沙特、伊朗展开

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其二，在外交上摆脱西方国家的制约，自主性不断增

强。在其强烈的机会认知影响下，针对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等地区出现

的动荡局势，土耳其开始基于 “伊斯兰责任”和 “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等
“帝国怀旧”情势展开大范围、高强度的外交介入，甚至不惜以恶化与美欧

等盟友的关系为代价，动用军事手段，彰显其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大国抱负。

四、“四面出击”：土耳其外交转折的形成

２０１４年后土耳其外交虽然陷入孤立处境，并由此引发土国内经济滑坡和

难民危机，但是，正发党政府及埃尔多安本人的支持率却不降反升，其中的

关键原因在于借助 “帝国怀旧”情绪，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在国家面临危机时

执政的正当性增强。② 一方面，土耳其民众对国家发展现状的不满激起了对

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的怀念，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扭转经济颓势、提高国际声

望，重回经济发展的 “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在 “帝国怀旧”情绪不断高

涨的情况下，恢复奥斯曼时期的 “帝国荣光”几乎成为土耳其普通民众、执

政的正发党及国家领导人的一致愿望。其实，这种愿望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记忆和对帝国历史上最高领导者的崇拜高度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土耳其国

内伊斯兰主义者对奥斯曼帝国的两位苏丹尤其怀念：一位是征服君士坦丁堡

并终结拜占庭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他代表了国家的强盛和伊斯兰教的正统

１８

①

②

关于消极的窗口预期与崛起国行为的讨论，可参见秦立志：《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
支风险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第１１０—１１３页。

土耳其国内在此时期尤其盛行美化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史，
这被看作是埃尔多安为强化其总统权力、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对抗西方国家所展开的舆论攻势。参见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ｌｔａｎ：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７，ｐｐ．１９７－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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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另一位则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抵抗西方列强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他象征着帝国面临威胁时 “救亡图存”的精神。①２０１２年，在正发党的资助
和支持下，记录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历史的电影 《征服１４５３》在土耳其公映，

并创下年度最高票房。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借助历史宣传和舆论工具，

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引导国内民众与保守派政治精英产生了基于 “帝国怀旧”

的情感共鸣。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为正发党政府所推行的 “积极进取”

和谋求大国地位的 “冒险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特定的国内政治基础。

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宣称：“作为奥斯曼帝
国历史的 ‘继承者’，土耳其将密切关注曾经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土地。”③

在 “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语境下，美欧西方世界被呈现为更显著的 “他
者”，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所构建的 “新土耳其”有一个 “比基督教社
会更道德和更先进的 ‘文明社会’”。④ 达武特奥卢此番表态说明，在正发党
治下，土耳其国家身份中所谓 “突厥民族”、政治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
的特征更加突出，而土耳其外交重心也逐渐向突厥语世界、中东地区，以及
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倾斜。由此可见，在 “帝国怀旧”情绪基
础上所形成的 “帝国继承者”身份为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区域谋求影响力
的外交行为提供了 “合理依据”。此后， “零问题”外交的基本原则被打破，
“战略纵深主义”成为土耳其外交的新指导方针。在 “战略纵深主义”影响
下，土耳其开始在中东及周边地区主动出击，不断加强在原奥斯曼帝国区域
内的战略存在，以此彰显 “土耳其模式”的优越性及其地区领导者地位。土
耳其这一时期的外交新动向也被一些学者称为 “新奥斯曼主义”。⑤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ｐｐ．４５７－４５９。

对土耳其历史剧与其国内怀旧情绪的相关研究，参见Ｓｅｎｅｍ　Ｂ．ÇＥｖｉｋ，“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ＡＫＰ'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２９，
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１８０－１９７。

参见 Ｍ．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ｐｐ．１８６－１８７。
Ｓｅｎｅｍ　Ａｙｄiｎ－Ｄüｚｇｉ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２９－３１．
关于 “新奥斯曼主义”及其对土耳其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不胜枚举，可参见张向荣：《“新奥

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第１０８—１１８页；Ｕｍｕｔ　Ｕｚ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２７５－２９０；Ｃｌｅｍｅｎｓ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ｍ　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ｐ．３０１－３０７。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官方在阐述其外交政策时从
未使用过 “新奥斯曼主义”一词，只是强调将会更加关注与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国家的关系。
“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强加给土耳其的政策描述，达武特奥卢以及埃尔多安都极力否
认这一提法。参见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Ｉ'ｍ　Ｎｏｔ　ａ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Ｂａｌｋ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Ａｐｒｉｌ　２６，２０１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ａｌｋ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ｃ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ｉ－ｍ－ｎｏｔ－ａ－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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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由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

招致西方国家对土国内 “民主化倒退”的激烈批评。此后，土耳其与西方国

家关系急剧恶化，入盟进程几乎中断，与西方世界开展身份竞争遂成为土耳

其外交博弈的一种主导策略。鉴于此，埃尔多安不仅利用奥斯曼帝国文化遗

产作为强化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和伊斯兰情结的重要载体，更将奥斯曼帝国历

史作为土耳其对外交往中道德准则、政治理想和社会文化叙事合法化的重要

手段。① 通过唤起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希望整

合土耳其的各种民族和宗教身份，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国家。不

过，这也导致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民粹主义泛滥成势。② 在伊斯兰民粹主义影

响下，土国内保守派政治精英认为，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 “合法继承者”，

也是 “逊尼派伊斯兰教哈里发国的最后一个家园”，因此 “（土耳其）负有保

护和领导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历史责任”。③ 在所谓 “历史责任”的驱使下，

土耳其不断在中东地区推行亲逊尼派外交，谋求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
“领导者”。

与此同时，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有利于土耳其的显著

变化。一方面，２０１６年后土耳其周边地区美俄欧三方势力相对均衡，并未出

现 “一方独大”的地区性霸权，为土耳其独立行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权力空

间；另一方面，中东变局所产生的 “民主化”余波使伊朗、埃及、叙利亚等

地区传统强国的实力受损，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由分化走向竞争。地区地缘政

治格局的松动产生了有利于土耳其实施 “积极进取”外交的机会窗口，不断

激励土耳其采取积极行动扩大地区影响力，并在外交政策中重申其所固有的

奥斯曼帝国遗产。④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埃尔多安及其背后的正发党也希望通

过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将土耳其的影响力范围扩大到前奥斯曼帝国

领土，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非洲地区。⑤２０１６年后土耳其外交活动的

重点也因此集中于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以原奥

斯曼帝国领域范围为着力点，以中东、东地中海、高加索—中亚地区热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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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抓手，显示出 “四面出击”的特征。

表－１　土耳其外交转折的体现

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

东 （高加索—中亚） 南 （中东—北非— “非洲之角”）

· 高调介入高加索地区纳卡冲突
· 加速推进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程
· 与伊朗争夺地区主导权

· 军事介入叙利亚、利比亚
· 向 “非洲之角”地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 推进红海、海湾地区的驻军计划
· 支持卡塔尔与沙特争夺地区主导权

西 （东地中海—西巴尔干—美欧） 北 （环黑海地区—俄罗斯）

· 与希腊等国爆发东地中海领土争端
· 与欧盟争夺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影响
· 与西方国家爆发严重外交冲突

· 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
· 调停、斡旋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
· 制衡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影响力
· 控制黑海海峡，企图掌握地区主导权

　　如果说２０１１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发生 “中东化”和 “本土化”的
转型是对入盟谈判推迟和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 “应激式”的被动反应，① 那
么２０１６年前后土耳其外交的再次转变则更加凸显其战略主动性和进攻性。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土耳其跃居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陆军规模在北约中也
仅次于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膨胀使得土耳其愈加深入地介入中东地区事
务和周边热点问题，在人权问题、叙利亚问题和难民问题上向美俄欧三方势
力公开叫板，甚至不惜动用强硬手段推行冒进的地区政策，出兵叙利亚，试
图在叙北部地区建立所谓 “安全区”。在利比亚内战中，向利比亚政府军提
供军事支持，企图掌握利比亚国内和解进程的主导权。在东地中海地区，不
顾欧盟和希腊的警告，坚定支持北塞浦路斯在领土和海洋边界划定上的权益
主张，持续推进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计划。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黑
海地区的军事对峙，埃尔多安２０２０年２月访问乌克兰时高调声明将与乌加
强军事合作，并向乌提供价值２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谋求制衡俄罗斯在黑海
地区的主导地位。② 在高加索—中亚地区，土耳其企图重塑地区国家的 “突
厥民族”认同，并不断推进突厥语国家间合作，加速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

４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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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战略调整引关注：西方在制裁和拉拢之间寻找平衡》，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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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欲扛起突厥世界的大旗”。① 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土欧关系疏离、

土美矛盾凸显。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埃尔多安突然宣布将美法等１０个西方
国家驻土耳其大使列为 “不受欢迎的人”，又掀起了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
的新一轮外交风波。在土耳其国内兴起 “帝国怀旧”情绪的背景下，正发党
近期提出的 “积极进取”和 “人道主义”外交政策②构想均是为了在周边地
区 （尤其是原有奥斯曼帝国领域内）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实现土耳其在当
代国际政治中的 “帝国荣光”。

不过，目前土耳其仍然是一个 “中等强国”，对周边地区的过度介入导
致其深陷国家实力与大国抱负不匹配的困境，加剧了土耳其外交政策所面临
的战略风险。然而，在 “帝国怀旧”情绪涌动和周边地缘政治机会的诱惑
下，土耳其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基本没有注意到周边地区问题可能产生的外
溢效应，反而将扩大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影响力的 “理想化”目标作
为国家外交的优先方向。这不仅导致土耳其被迫卷入周边地区冲突，与世界
主要大国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土叙边境库尔德人出现
合流，恐怖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实质上，
“四面出击”的外交行为限制了土耳其外交战略的转圜余地，牵制了其中等
强国外交的灵活性与平衡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交所面临的现实
危机。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地理、文化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土耳其始终表

现出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的强烈向往。历史上的 “帝国荣光”与现实国家
发展中的诸多困境形成强烈反差，助推了土耳其国内的 “帝国怀旧”情绪。

２０１５年埃尔多安正式开启总统任期后，正发党对土耳其历史记忆的操纵、对
“帝国怀旧”情绪的利用有增无减，甚至借助 “帝国怀旧”为其内政外交政
策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此情势下，土耳其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领
域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６年前后，土耳其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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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突厥语国家加速一体化进程》，光明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ｇｍｗ．ｃｎ／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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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琼瑶：《土耳其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８４—９９页；李秉忠： 《土耳其外交中的 “人道主义”取向》，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３６—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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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变化，地区权力格局再次出现松动，为土耳其 “扩大在奥斯曼帝国领域内
影响力”① 的外交目标提供了地缘政治机会。在 “帝国怀旧”情绪和地缘政
治机会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愈发积极主动地介入周边地区事务，试图重塑
其大国影响力，导致其在周边地区 “四面出击”，外交发生转折。

需要指出的是，“帝国怀旧”兴起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恢复奥斯曼帝国
疆域作为最终目标。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只是正发党等土耳其保守派政
治势力塑造政治话语、维持保守主义国家身份叙事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
在于引导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历史的崇拜和肯定，借此重塑土耳其国
内保守主义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为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

“帝国属于历史，但是，夕阳属于神话。”② 土耳其国内盛行的 “帝国怀
旧”情绪建立在已经消逝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基础上，这也决定了土耳其追
求 “全球性大国”地位、重塑地区影响力的历史夙愿，在现阶段仍然是遥不
可及的 “神话”。“帝国怀旧”虽然能够通过操纵历史记忆的方式煽动国内民
族主义情绪，巩固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但这同样是一把 “双刃
剑”。首先，“帝国怀旧”情绪将会使土耳其民众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过度理
想化的预期，然而现阶段土耳其深陷难民涌入、经济通胀、新冠疫情蔓延等
多重危机。正发党所宣扬的 “２０２３政治愿景”与土耳其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
或将动摇埃尔多安执政的民意基础。其次，周边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
忆并非都是正面和积极的，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就曾明确表示对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扩张的担忧，③ 因此， “帝国怀旧”情绪的蔓延或将进一步
加强这些国家对土耳其的不信任感。最后， “帝国怀旧”情绪致使土耳其外
交超出既有地位和实力的限制，在周边地区 “四面出击”、盲目扩张，也可
能使土耳其出现 “战略透支”，并再度陷入四面树敌的困境。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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